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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的都市發展還缺乏通論性專書之時，在台灣全志社會志中編有都市發

展篇，毋寧是值得注意與稱道的。評者先簡介各章的內容後，再進行討論與評論。 

一、主要內容摘述 

整個社會志是以 1980 年代以後為主要的時間範疇，而作者們在第一章綜說

中明白道出都市發展篇立論的基礎，認為都市是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中心，都市

發展的歷史主要是展現政治與菁英的意志，而不是一般常民擁有的都市經驗。其

次，由於資料與篇幅所限，除了第二章對台灣整體都市發展史其他各章都是以台

北、台中、台南三大都會為對象。 

第二章 1945 年之後台灣都市體系的變遷，是就台灣二次戰後都市體系發展

的綜述。此章各節歸納的都市發展特色包括： 

第一，臺灣都市體系的重心除了四大都市之外，在台灣快速都市發展之後，

其餘的都市大都是建立在台北與桃園都會區，都會區擴大最快速的是發生在北

部，整個都市體系的發展是偏向北部；中部地區仍然形成少數新興的中小型都

市，南部地區則是維持既有的都市規模和數量，沒有成長。 

第二，不同類型的都市都在成長，都市體系並沒有出現大都市完全主導的現

象，都市人口最隨著等比例降低，符合都市等級大小分布的法則。到 2000 年都

市人口在自然成長和遷移成長的數量都達到飽和，各類型都市的發展都進入穩定

期。 

第三，住宅的數量以北部地區增加最多，台灣民眾居住地區一直以北部最

高，但南部與中部仍然維持一定住宅興建數量，區域發展的差距並未明顯擴大。

台北縣市與高雄縣市是空屋率最低的兩個都會地帶，桃園縣和台中市是空屋率最

高的兩個縣市，另亦有基隆市、台南市興嘉義市的空屋率高於台灣地區等平均

值，顯示都市人口成長的速度與住宅供給有著相當的落差，彰顯中大型都市發展

面臨的一些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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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台灣在 1945-1950 年都市體系的發展主要是大陸移民和都市生育率的

增加；1951 到 1965 年是農業快速成長時期，但到 1963 年工業生產毛額超過農

業的，鄉村農業人口遷往都市的趨勢已經浮現；1966 到 1986 年台灣在勞力密集

產業快速發展之下，農業人口大量移至十萬人以上的中大型都市，而非遷往百萬

人以上或五萬人以下的都市。在 1986 年臺灣經濟發展進入技術產業發展期，都

市體系的變化不大。 

第五，台灣工業發展在空間的使用上，以工業區的方式讓工廠聚集在一起創

造就業機會，是相當普遍的手段。工業區的開發主要是在都市地區或都市周邊。

第一個科學工業園區於 1980 年代初期設立，在 1990 年代逐漸向南擴展到苗栗、

台中、雲林、台南和高雄等地。在 1995 年各型都市服務業人口逐漸超過六成，

服務業化顯現雛形。 

    第六，台灣的交通體系，延續日本統治時期以鐵路和公路串聯起各地的主要

都市，中山高的建設對都會區內與都會區之間的人口分布，有所影響。此後第二

高速公路完全通車、台北都會的捷運系統完成、高鐵與北宜高速的通車，再加上

各都會的大眾捷運系統陸續興建與規劃中，都對台灣區域間的聯絡以及都會的擴

張有重要的影響。 

整體而言，台灣的都市化已經接近最高的門檻，可以說是高都市化的國家，

不過都市體系並沒有彰顯台北市獨大的現象，而是比較均衡的都市發展。 

第三章政黨輪替、民主化與都市政治的發展，解析 1980 年以後全台灣以及

各都會政黨政治的變化，並觀察這樣的變化對府會運作及經費補助的影響。作者

利用 1990 年代以後的總統、中央民意代表、以及三大都會區的行政首長與民意

代表的選舉結果，說明政黨競爭的狀態與勢力的轉變。此章在說明各政黨在選舉

中勢力的消長之後，再以泛藍和泛綠二分彰顯都會政治勢力的變化。 

台北都會區中，不論是台北市或台北縣泛藍一直維持穩定的政治勢力。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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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會，台中市泛藍政治的穩定性還未受到挑戰，台中縣則泛綠勢力雖然尚未能

超過泛藍，但已經趨近。高雄都會區則呈現與北中都會不同的面貌，高雄市在

2001 年以後的中央選舉中泛綠已經超越了泛藍的勢力，高雄縣亦同。 

在中央與地方選舉政治的變化中，中央政治與地方政治並非完全由同一政黨

所主導，曾經在國民黨籍的總統之下，台北市為民進黨籍的市長，後來在民進黨

籍的總統之下，台北市是國民黨籍的市長。再者，縣市議會主導的政黨，與縣市

長歸屬的政黨亦不盡相同。中央與地方首長黨籍不同的情況下，並不會減少對地

方的補助，只是與中央同黨籍的縣市長能夠爭取到更多的中央補助經費。縣市長

與縣市議會政黨屬性相同者，大都不會有持續的衝突和摩擦；至於政黨屬性不同

者，固然有府會衝突的情形，但仍有建立起和諧關係的例子。基本上政黨在地方

上的消長與相對關係的變化並未對地方的發展產生一定導致負面的影響。此外，

中央與地方政黨屬性不同，對中央對地方的補助款未見明顯衝擊，只是與中央隸

屬同黨的市長可以爭取到更多的中央補助。 

第四章產業結構轉型時期的都市政策與都市發展，首先說明三大都會產業結

構的變遷。各都會三級產業的重要性逐漸提升，台北在 1990 年三級產業雇用員

工數已經超過二級產業，到 2001 年產值亦超過二級產業。高雄與台中分別在 1996

年和 2001 年三級產業員工數超過二級產業，但在產值上，比重雖增，仍不及二

級產業甚多。再以區位商數觀察，台北市二級行業中的礦土、製造與營造業已不

重要，台中都會在製造業，高雄都會在營造業的重要性遞減，但仍高於全台灣的

平均值。至於三級產業，台北都會在批發零售、運輸倉儲通訊以及金融保險三者，

其重要性都高於全台灣的平均值；台中市只在醫療健保的重要性高於全台灣平均

值，高雄市則在批發零售與醫療保健社福二業高於全台灣平均值。 

從產業移轉額分析，三大都會製造業的成長都因全國產業成長的效果，但均

非其領先產業，也不具區域競爭的優勢。營造業在三大都會的成長也都反映來自

全國產業成長的效果，亦都非其領先產業，且只有台中市具區域競爭優勢。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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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批發零售業的成長除了反映全國產業成長效果外，均呈現領先產業的態勢，

台北和台中都會具備區域競爭優勢，高雄都會則否。金融保險產業呈現同樣的模

式。運輸倉儲通訊業的成長，反映了全台灣產業成長效果和領先產業態勢，但只

有台中都會具區域競爭優勢。至於醫療保健及社福業，不但反映了全國產業效

果，也是領先產業，同時具備區域競爭力。在都會內，台北市已是典型的服務業

都市，台北縣則二級與三級產業並重；至於其他兩個都會區，台中市和高雄市是

三級產業的主要地帶，外圍的台中縣、高雄縣和屏東縣仍以二級與一級產業為主。 

其次，作者們分別說明了台北、台中和高雄三市自 1980 年以後的都市政策

的演變。在台北包括信義計畫區的規劃與興建、大眾運輸系統的形成、都市地景

的更新與改造（積極拆除違建、開闢綠地）、科技園區與經貿園區的開發、以及

都市文化設施的完成及都市文化的記錄與保存等，在在以建設一個國際都市為願

景。高雄市在建設為亞太營運中心以及相應的發展高科技產業、運輸倉儲、觀光

休閒等重要都市政策之外，亦積極推展文化資產保存、社區文化記錄和文化創意

產業等工作，同時亦在中央政府配合之下，進行都市空間的規劃和整建，透過豐

富且具創意的行銷管道打造高知名度的都市景點，如愛河與城市光廊等。台中市

亦有其文化政策，更具體的是，積極引進中部科學園區，開展台中都會區轉型為

高科技產業的架構。另外則以七期重劃區新市政中心計畫作為都市發展重要節

點，創設新的生產者服務業中心與相應的居住地帶。各個都市在主政者更迭之

下，都市政策多少都有其延續性，也都試圖在高科技產業、文化產業與設施以及

運輸體系的規劃與建設，建立都市在國內與國際競爭上的優勢。 

產業發展與都市政策都影響到都市的地價，各個都市地價都逐年上漲到最高

點之後，再持續下跌。台北市到 2002 年有略為回升的情形，可是高雄市和台中

市到了 2003 年都還沒有復甦的跡象，如果沒有整體經濟因素好轉的趨勢，就很

難預期房地產價格的上漲。 

第五章全球城市與都市體系的發展，作者們根據前一章都市政策的討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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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三個主要都市都積極擬定經濟與文化全球化的政策，提升都市的競爭力。接

著，從全台灣在人員流動、貨物流動、資金流動、以及資訊流動的全球連結的討

論，再進入三大都市跨國連結的情形。 

台灣在人員跨國流動是以民眾出國觀光、求學、探親與經商為主，連結的主

要還是亞洲地區的港澳、泰國、其他東南亞國家、以及日本。1980 年代台灣人

的出國目的地以日本為主，1990 年代則先是港澳與中國大陸，到後期則與東南

亞國家建立密切關係。來台灣訪問的外籍人士，主要是日本，再依序是港澳、美

國、泰國和韓國。整體而言，在人員流動的全球化面向，缺乏多樣性。不過，不

論是人流或是貨運，台灣和國外的聯繫頻率逐年增加。台灣對外的投資以生產製

造業為大宗，從 1985 年以來顯著增加，主要地區是中國大陸，占了一半的投資

額；其次依序是美加與歐洲、英屬中美洲地區（轉投資到中國）、東南亞、港澳，

東北亞。對中國的投資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福建，還未大量進入中

國其他地區。在資訊流通方面，跨國電話從 1995 年開始逐年成長，以與中國大

陸的電話往來最為頻繁，目前比例都在 30%以上。 

在三大都市的全球化指標上，從人員的流動而言，台北市只是次要的據點；

但在貨運方面，則與亞太地區、亞歐及泛太平洋國際貿易量持續上升。由於台灣

是全球資訊產業的主要製造國，貨運方面則中正機場居於全球的第十四位，有其

全球的重要地位。高雄在空運上的人員與貨運流動的功能相當有限，但的確是台

灣最重要的國際港口。雖然高雄在世界和亞洲都排名第六，但因進口數量成長緩

慢，在全球海運貨運地位面臨很大的競爭壓力。 

在推動全球化的活動方面，台北市從 1994 年開始舉辦大型國際活動、增加

姊妹市並積極出訪、舉辦大型國際活動、爭取國際活動來台雄辯、參與以城市為

單位的國際組織。台北市在全球化的空間連結點包括金融商業的信義計畫區、高

科技的南港軟體園區與經貿園區、內湖科學園區。高雄市以海運中心為主軸，推

動國際活動、積極建立都市的交通網、加速多功能經貿園區的開發。目前已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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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空間連結點包括高雄港埠、楠梓與高雄加工出口區、以及多功能經貿園

區。在各項軟硬體建設的配合下，是廿一世紀新經濟時代中的「海洋首都」。台

中市政府則主導在西區發展，以重劃區創造具全球意象的地景，積極爭取且足以

吸引全球關注的文化設施，也爭取高科技園區的設置。其全球化的空間連結點，

目前有清泉崗國際機場與中部科學園區。 

第六章都市貧窮狀況與都市底層階級的空間形塑，作者指出都市的發展並不

能嘉惠全體的都市居民，特別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都市可能出現貧富差距擴大的兩

極化現象。台灣在快速經濟發展之後，成長的速度趨緩，自 1990 年以後也顯示

高低所得組所得差距擴大，吉尼系數上升，意味著貧富差距加大。台北市與高雄

市貧富差距變化的趨勢與全台灣趨勢相近，只是高雄市的差距更大於台北市。台

北市和高雄市低收入戶的比例是全國各縣市中最高的，台中市則比例較低。台北

市和高雄市都可以區分出高財富與低財富地區，台北市的都市發展重心是透過各

種空間開發和獎勵產業的政策，導致往東和往南發展，新興和昂貴的商業區和住

宅區也往這些地帶發展。高雄市並沒有那麼明顯的分化，但也是以新市區的開發

為主，並未著重在舊市區的更新。 

在台灣都市發展的過程中，各大都會都出現貧窮階層聚居地區，作者們以台

北市的南機場、台中市的柳川綠川地區以及高雄市的新草衙違建區為例。台北市

的南機場與台中市的柳川綠川地區，最早是大陸來台政治移民暫居之違章建築

區，後來又成為城鄉移民的居住場所。雖然經過住宅整建，但因以安置既有的貧

窮家庭為主，無法改變都市居民已有的負面印象，而住宅品質不佳與使用面積太

小，又導致違章使用，居住整體環境不佳。經濟條件提升者，很快就會移出，而

低層階級在經濟負擔的考量之下，才會在此購屋或租屋。 

    在各都會都出現了遊民的現象，在台北市、高雄市和台中市街友就占了全台

灣的 57%。街友在大都市比較容易找到可以棲身的公共空間，再加上都市居民與

社會福利機構可以提供他們一些經濟上和生活上的資助，在日常生活上的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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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較為自在。形成街友固然牽涉到個人與家庭的因素，但也有其社會層面的因

素，如果在良好的勞動市場與健全的社會福利制度下，或許可以防止這種現象。 

 

二、討論與評論 

    作者們強調「都市發展的歷史主要是在展現政治與經濟菁英的意志，而不是

一般常人的都市經驗」（p.35）。在寫作的規劃上，提出如此的前提，有其必要，

但是作為全稱，則有待商榷。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擴張之下，政治與經濟菁英固然

在都市發展上占了很大的分量，甚至可以說主導了都市的發展；但是都市各個面

向的發展，並不完全是他們意志貫徹的結果。我們不妨仔細考察書中的一些實

例，以 1949 年從中國大陸大量遷台的移民，他們在各個都市住進日本人移出地

區，在一些空地上形成違章建築區，也多少影響了以後政府處理這些地方的策

略。這樣的發展都是政府沒有辦法因應之下發生的，很難說是政治菁英意志所促

成。再如，台灣三層以下建築物仍是主流，再加上五層以下的建築，占了各個都

會地帶的住宅類型一半以上。這樣的建築形式，是大量小型家戶需求的反映，是

很多小建築商經營的結果，並不能以經濟菁英的意志就能說明清楚。再如都市低

階層住宅地區的形成，以台北市的南機場為例，固是政府興建的整建住宅的一部

分，但這樣的住宅，首先是因目標居民的特性而有其特定的面積和格局，在使用

之後，居民就根據自身的需要，在實際使用上做出許多偏離規定的作法，導致這

樣的居住地帶進行改善與更新上的困難。這樣的居住實際樣貌，很難說完全是由

政治菁英的意志所決定的。在資訊網路時代，當人們的認同蘊含了反抗全球化以

及因應網路連結與父權家庭危機（Castells 1997）的成份，同時地方政府的運作

更蘊含帶引公民參與的潛力。未來的都市政策產生何種結果，居民或公民所可能

發揮的自主與影響，大小有別，卻是不容忽視的。 

    作者們一開始就聲明，除了在第二章討論全台灣都市人口和都市位置的變遷

之外，因時間、資料和篇幅所限，其餘各章都只能針對台北、台中和高雄三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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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區進行個案的討論。在台灣全志的新書發表會中，有評論的學者認為，只就三

個都會區呈現台灣都市發展的樣貌，並不合適。不過評者以為，在目前台灣都市

研究的限制之下，作者們提出這樣的前提，是可以接受的。可惜的是，作者們在

好些章節，只是以台北市、台中市和高雄市為對象，諸如有關都市政策、全球城

市以及都市底層階級的空間狀態。在台灣都市發展的過程中，如果只以中心都市

為探討的對象，可能忽略很多重要的面向。其實，中心都市以外的各縣，都有其

積極發展的策略；桃園縣就以國際機場所在，有其發展的策略，台北縣曾希望以

自己發動的規劃與台北市分庭抗禮（中華民國住宅學會 2000；章英華、王振寰 

2005）。如果作者們能一以貫之，就三大都會區給予較完整和全面的討論，就符

合他們在前言的宣稱了。以下的一些討論與批評，也是就此出發的一些補充與批

評。 

    首先就台灣人口的成長和都市體系的變遷而言，如我們前面指出的，作者先

提到目前的發展偏向北部地區，再強調不同類型的都市都同時成長，最後結語說

並沒有台北獨大的現象。的確，與大部分的開發中國家相較，台灣的確未呈現首

要都市，即第一大都市人口規模較第二大都市大很多的現象（章英華、蔡勇美 

1997）。但就台灣都市體系本身的發展觀察，我們必須重視北部優勢逐漸增強的

現象。就台灣未來都市體系的變遷，我們並不能以行政區域範圍的縣市分別討論。 

只以台北市為範圍，台灣的都市跟世界各國相較，規模偏小，遠不及香港和

新加坡。但是以中心都市和其鄰近的都市地區合起來看，在 1991 年時，台北的

都市規模達六百七十萬，可以與芝加哥、香港、北京和上海相抗衡（Kleniewski 

1997）。我們不妨以書中表 2-2 為例，在 1971 年時，台北基隆大都會區人口不到

高雄大都會區的 2 倍，到了 2000 年是 2.4 倍。同樣的年代，台北基隆大都會區

人口從台中都會區的 3.23 倍略降為 3.11 倍，北部還有中壢桃園大都會區的成長，

將北部兩個大都會區合而為一，其人口從台中大都會區的 3.97 倍略降為 3.94 倍。

我們可以說北部與中部的都會平行成長，北部相對於全台灣優勢仍是成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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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都會的成長就相對落後了。 

再以表 2-3 觀察，北部總人口成長率、自然成長率和社會成長率都高於其他

區域，而中部與南部的社會成長都已經是減少的趨勢[此表格的數值與原著（劉

克智、董安琪 2003）表格有出入，北區自然成長率應為 0.89 而非 0.38，中區社

會成長率應為-0.19 而非-0.1]。另外，一項運用 1990 年和 2000 年普查資料探討

勞動力遷徙的論文（Lin 2006）指出台灣北部呈現勞動力流失的情形。這樣勞動

力變遷的模式，一方面是台灣北部地區在本國勞動力和外來勞動力之間競爭的結

果，並非北部勞動力減少；另一方面則北部流出的是低教育程度的勞力，相對於

中部和南部，則吸引更多的高教育程度人力，勞動力的品質反而更為優勢。從以

上人口成長與勞動力變動的趨勢，我們必須重視北部優勢漸增的意涵。雖然，如

後面的幾章強調的，各地區的都市都有其因應科技與全球化趨勢的策略，但是否

有所作用，還很難說。交通運輸系統將都市系統串連起來，到底是促進均衡呢？

還是更增加北部的優勢？也難有定論。 

    作者們以第三章處理了三個都會各個政黨在地方政治勢力的轉變，他們以中

央選舉委員會與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資料，清楚勾勒了整個台灣以及台北縣

市、台中縣市與高雄縣市自 1994-2004 年政治板塊變動的趨勢，明顯呈現政黨競

爭的面貌。要對三大都會選舉與政黨政治有所瞭解，是很值得參考的一章。但就

都市發展的專書而言，這樣的分析太多了一些。評者以為作者比較妥善的章節安

排是，將第三章命名為地方政治與都市政策的變遷，首先簡要說明政黨競爭以及

中央與地方執政政黨可以不同的態勢，再結合第四章第三節都市政策，更系統的

說明中央與地方在都市政策上角色與功能的變化，以及對都市發展的影響。作者

之一（陳東升 1995）有關地方派系、財團與都會發展的研究，應可適度納入。

同時，除了三大都市外，也就其鄰界的都會縣有所說明。在將來的區域發展上，

如果還是有著明顯的中心都市與外圍縣之間的差距，是不利於整體產業與居住環

境品質的提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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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有關產業結構的轉型，除了就一級、二級和三級產業的變遷趨勢加以

分析之外，作者們更就二級產業內的製造業、營造業和三級產業中的批發零售、

運輸倉儲通信、金融保險與醫療保健社福，透過移轉份額分析說明各都會 1980

年代以來的發展。這樣的分析，可以讓我們觀察各都會更細緻的產業變遷態勢。

在三個都會顯現的資料中，雖然作者們並未明白指出，我們可以看到高雄都會在

生產者服務業占全台灣的比例遠不及台北；再者，高雄都會不但製造業上沒有區

域的優勢，在營造業、批發零售業、運輸倉儲通訊業、以及金融保險業，都不具

區域競爭的優勢。在未來的都市競爭中，生產者服務業或金融保險業被稱為四級

產業，是全球都市競爭之所在，高雄都會在這方面明顯不如台北都會與台中都

會。這讓我們想到，高雄都會的一些都市政治變遷與相關的都市政策還沒有辦法

落實到產業實力上。 

    不論願與不願，當今世界各國都必須面對全球化中日益增強的國際影響，台

灣作為一個外銷導向的社會，這種影響更容易感受。在都市政策的一節，作者們

明白顯示「台灣三個主要都市積極擬定經濟與文化全球化的政策，以促進都市發

展，提升都市的競爭力。」但是從第五章舖陳的數字，我們看到台北在跨國連結

上的節點功能遠非台中與高雄所能比擬，同時，台中與高雄在全球連結上的空間

據點是否真能發連結的效果，是否如政策擬定的方向能夠達成，還有待觀察。我

們或可套用作者們對房地產價格變化的結論，放到有關都市政策的推論上：「對

產業的變遷，都市政策的影響只是輔助性的，必須配合整體經濟因素的出現，才

能夠促進全球連絡空間據點的運作。」 

作者們也明白指出，台灣的國際互動是區域性的，主要是與亞太與東南亞地

區的往來。雖然有其區域性，台北經濟的全球性倒已經受到國際的重視。作者們

的資料特別顯示我們的國際機場在國際貨運上的重要性，而最近的一本全球都市

的著作（Abrahamson 2004），以複合經濟指數衡量，台北與荷蘭的阿姆斯特丹、

韓國的首爾、加拿大的蒙特婁、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同屬最低的 4-5 分的一類，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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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已經在全球都市的衡量上納入了台北。但從文化複合指標的分析，台北就不

在名單之列。作者們描繪的都市政策中，文化產業與文化活動都是各都市所著重

的。而想要在文化全球化中占一席之地，對台灣而言，比經濟全球化更為困難。

是否能夠在文化全球上為台灣定位，找出一些可以分析與評估的指標，應該是我

們在全球化討論中有待更多努力的地方。 

    最後對三大都市貧窮與底層階級空間形塑的分析，受資料所限，因作者本身

與其他學者累積的成果多，就台北部分較為詳盡，高雄則偏簡略，台中更缺少可

以引用的研究。這也使我們體會到，台灣的都市研究者對底層與貧窮都市人不夠

關注，這方面需要學術界更多的投入。作者對街友的描述，固有意義，但可能更

需要的是對都市原住民的描述。在整個台灣全志中，規劃有原住民志，可能是《都

市發展篇》中不處理的原因。不過在都市發展的討論中以一節來處理都市原住民

現象，仍有必要，就算與原住民志有些重複，應該是可以接受的。在第六章中，

作者們分析了台北、台中與高雄三市的所得與低收入戶一般狀態，可是處理的方

式不夠系統。在所得分配上，先就台北市與高雄市比較，再分析台北市不同分區

的狀況。在低收入戶的討論，先以都會縣市進行比較，再就台北市與高雄市分區

狀況分析，可能是因資料的限制。 

在分區的分析上，只以中心都市各區為對象，可能沒有辦法掌握都會的全

貌。如作者在產業別中所提到的，各都會都呈現中心都市與鄰界縣之間在商業、

服務業與製造業上的分化。這也會反映出都會內鄉鎮市區之間居民社會經濟地位

的差異。以台北都會而言，大同區與萬華區在所得上可能偏低，但是與台北縣的

一些市鎮相較，這兩區可能還是較高的。台灣各大都會中心都市的整體優勢很是

明顯（章英華、蔡勇美 1977）。在這章的分析，評者以為作者們的兩項發現，很

值得繼續推敲其意涵。首先，作者的羅倫茲曲線分析顯示，最高收入的大安區的

所得分配不均度最大，這意味著在高所得地區仍有相對低所得居民的存在，是否

可據以推論說，台灣都市分區社會經濟地位的分化還不是很清楚？值得繼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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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在都市分區房地產的價格特性逐漸明顯的趨勢之下，台灣的各都會是否社

會經濟地位的分化越趨明顯，是值得觀察的。其次，台北市和高雄市低收入戶的

比率高於其他的縣市。像台北市的所得水準在全台灣名列前矛，低收入戶比例到

底反映了都市內部兩極化的現象呢？還是兩個院轄市社會福利體系較完善所造

成的效果？這都有待更進一步分析。 

 

三、結語 

我們很缺乏以較整體處理台灣都市發展的專書，本書雖有其獨特與偏重之

處，但對 1980 年以後台灣的都市發展做了較全面的處理，對想要瞭解台灣高度

工業化以後都市發展的狀況者，是很可以參考的。 

在討論與評論一節，對該書有所批評與補充，最後評者將都市發展篇的貢獻

總結如下。該書以都市政治的變遷為主軸，針對三大都會區，一方面討論產業結

構的變遷，一方面描繪都市政策的發展，再結合全球化的脈絡，在資料上除了引

述既有的研究成果之外，很多地方是作者們自己利用文獻材料與統計資料整理的

結果，特別是利用工商普查的資料計算三大都會各類產業與全國產業成長、與本

地其他產業和其他地區相同產業之關聯，在說明三大都市的都市政策發展之外，

整理出相應的時序表，並以實際的資料呈現三大都市在全球化中的位置與目前既

有的連結點。這些都不是目前相關研究所能提供的，是作者們第一手分析的成

果，很值得大家參考，作為後續研究的基礎。再者，台灣的都市研究，對都市底

層社會都關注不夠，作者們根據他們自己和其他學者的研究，最後一章處理了低

社會階層地區與沒有住所的街友，呈現都市底層的部分面貌，也是有異於其他都

市研究專著的地方。 

    最後，書中有些錯誤，雖不妨礙閱讀，但提出如下，供未來再版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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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I, 倒數第二行，「影嚮」應是「影響」。 

60 頁，第二段，倒數第三行，「工業化顯現出雛形」，應該是「服務業化顯

現出雛形」。 

83 頁，第一段，第四行，「台北市」應是「台北縣」。 

84 頁，倒數第三行，「市民」應是「縣民」。 

86 頁，第一段，第三行，「台北縣」應是「台中市」。 

90 頁，第二行，「台中市」應是「台中縣」。 

108 頁，第六行，「1896 年」應是「1986 年」。 

216 頁，表 6-4，在縣市欄中，台北縣的部分包含了台中市的低收入戶資料。

在第一欄中，應該區分出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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